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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其实，早在 1955 年中共中央

就作出了免除日本战争赔偿的初步安排，不久又作出正式决定。这是一项联苏、反美、争取日本、打破美国

对华封锁的重要外交决策，是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大举措，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的

道德理念的必然产物。正式向日本提出放弃战争赔偿是在即将恢复双方邦交之际。这在当时具有遏制苏联

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包围，促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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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两国代表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郑重宣布: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

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1］7其实，早在 1955 年中

共中央就作出了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偿的初步安

排，至迟到 60 年代初已作出正式决定，只是这时才

向世人公布。根据国际惯例，侵华长达 14 年之久给

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战败国日本，有责任和义务向

中国提供战争赔偿。况且，受战争破坏远较中国为

轻的菲律宾、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都从日

本那里获得了数亿美元不等的战争补偿。那么，中

共中央何以在 1955 年就作出了放弃战争赔偿的安

排? 为什么迟至 70 年代初才正式公布? 这些问题

学术界至今很少论及，笔者拟就此问题包括放弃战

争赔偿的意义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中共中央放弃战争赔偿的安排及其

历史背景

1955 年 3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

由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主任、中联部部长王稼祥负

责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

针和计划》。其中规定: 宣布日本免付战争赔偿的

时间不宜过早，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不能正式解

决，但我方愿意解决该问题。［2］70这表明中共中央

已形成放弃日本战争赔偿的共识，并准备在条件成

熟之时对外宣布。该文件是中共中央对日工作的一

项重要决策，也是此后十几年间处理有关日本战争

赔偿问题的指导方针。依据这一方针，1957 年 4 月

15 日，周恩来向提出希望以宽大精神处理赔偿问

题的日本社会党亲善团解释说: 两国还没有签订和

约，我们怎么好事先放弃这个权利，将来签订和约

时，情况就变了。60 年代初，中共中央正式作出了

放弃日本国战争赔偿的决定。［3］66当时，一位做对

日工作的同志知悉中央这一决定后，透露给了来华

访问的日本客人宇都宫德马，日本《读卖新闻》很快

就刊发了这个消息。由于放弃战争赔偿是中共中央

的内部决定，并未授权公布，况且对外宣布的条件

尚未成熟，所以廖承志在会见宇都宫德马时特意作

了“更正”，“说中国没有说不要赔偿，也没有说要

赔偿，我们不想用日本的赔偿搞社会主义建设，这

样就把这个问题模糊过去了”［3］67。
中共中央于 1955 年作出放弃日本国战争赔偿

的安排，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

第一，出于联苏、反美、争取日本和打破美国

对华封锁的国际战略需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

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冷战正酷。
为了应对美国等国家对华的政治遏制、经济封锁和

军事包围，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公开

站在苏联一边。中苏结盟从根本上改变了战后雅尔

塔体制下的冷战力量对比。为了平衡新中国诞生给

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特别是给远东均势带来的挑

战，美国决定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新的反共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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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美国选中的就是日本。中

国共产党则根据苏联的建议，积极发展与日共的关

系，鼓励日共以民族统一路线进行反美反政府斗

争。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

战，美国加紧实行完全排除中国的片面的对日媾

和，压迫日本政府拒绝承认新中国，而与台湾的蒋

介石政权签订“和约”。于是，中日关系被置于美国

反共的冷战思维的框架之内，这几乎使中国失去了

在国家关系上“争取日本”的前景。
面对严峻的现实，中国政府在朝鲜停战后开始

调整对外政策。1953 年 9 月，周恩来在接见日本拥

护和平委员会主席大山郁夫时说: 中国希望恢复与

世界各国的正常关系，特别是与日本的正常关系，

希望发展中日贸易。［4］116此后，中国政府对日政策

的着眼点，开始从声援日共取得政权转到以发展民

间贸易和文化交流为中心的“以民促官”上来了。
1954 年 12 月，一直追随美国对华实行禁运政策的

吉田政府下台，自民党的鸠山一郎出任首相。他对

改善日中关系、发展日中贸易较为热心，这给中日

关系的正常化和民间贸易带来了乐观的前景。《中

共中央关于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划》正

是在这个背景下作出的。该文件的基本精神是: 发

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孤立美国，促使

日本政府改变对中国的关系，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

常化。［5］225 － 227

对以争取日本脱离美国、孤立美国，实现中日

复交为外交目标的中国来说，复杂的索赔谈判显然

是不能被考虑的。
第二，放弃战争赔偿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价值

观和正义的道德理念决定的。
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高奋斗目标，

夺取政权之后必然为新中国的外交确立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的革命价值观和正义的道德理念。这种价值

观和道德理念一般表现为勇于向现实政治和既成的

国际秩序抗争，而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时常

受到忽视，即甘愿“为世界人民的利益承担更大的

牺牲”等。［6］443战争赔偿是给中国造成重大灾难的

日本在战后必须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是中国

共产党仍然主张以德报怨，不愿使日本人民因赔偿

负担而受苦。在中日复交谈判之前，周恩来接见日

本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时说: “日本人民和我国人

民一样同是日本军阀的受害者，如果现在日本还有

军阀的话，那么我们将要求赔偿。现在日本没有军

阀了”，“如果要求赔偿的话，那就成了让同是受害

者的日本人民承担。这从我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允

许的”。［7］182

第三，放弃战争赔偿是恢复中日邦交大局的需

要，是务实的选择。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是经济和科技先

进的国家，恢复中日邦交一直是中国第一代领导集

体的夙愿，是中日关系的大局。况且，在中国共产党

决定放弃日本战争赔偿之前，已有一些国家放弃了

战争赔偿。由于 1951 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把战争

赔偿的支付形式限定在劳务赔偿上，使许多劳动力

过剩的亚洲受害国家大大减弱了索赔动力。到 1954
年底，印度、柬埔寨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媾和条约，宣

布放弃战争索赔权。在它们之前，逃往台湾的蒋介石

政权被美日视为“中国政府代表”，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亦与日本订立所谓《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和

约》，宣布放弃了对华的劳务赔偿。虽然新中国政府

一再严正声明《旧金山和约》和《日台和约》是非法

的，因而是无效的，但日本却因前者摆脱了战败国地

位，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有了参加各种国际组

织的条件和可能，得到了包括美、英、法等联合国常

任理事国在内的世界上诸多国家的承认，这使中国

失去了制约日本的有利外部环境。同时，由于《日台

和约》的签订，在日本看来，对华战争赔偿的法律程

序已经完成。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要索取战争赔

偿无疑是十分困难的。何况新中国还存在着急需被

国际社会承认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不顾

当时的现实情况，执意索取日本政府根本无意支付

的战争赔偿。于是，以恢复中日邦交为根本，把放弃

战争赔偿作为促进邦交恢复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最务实的选择。

二、宣布中国放弃战争赔偿时机的选择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日本免付战争赔偿

的前提是恢复中日邦交，而这一时机直到 1972 年

《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之后才发育成熟。
虽然中国政府早就有恢复中日邦交的良好愿望

和既定目标，但是，由于日本在恢复主权之后，一

直追随美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日两国关系

长期处于冰冻状态。中日关系的解冻有待美国对华

政策的变化。这种变化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70
年代初才姗姗而来。当时，美国深陷侵越战争的泥

潭，为了对付苏联的争霸，谋求从越南脱身，转而

同中国接近。中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的改善关系的

信息，积极调整对美政策，终于以 1972 年尼克松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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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和《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为标志，打开了关闭已久

的中美关系的大门。尼克松访华极大地刺激了自诩

为美国盟友的日本人，他们纷纷呼吁恢复中日邦

交，甚至一贯敌视中国的日本首相佐藤也流露出推

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愿望。只是佐藤言行不一，前

后矛盾［8］，中国政府才作出中日复交不以佐藤为谈

判对手的决定。这促成了佐藤内阁的倒台。
田中上台后，改变了历届自民党内阁推行的向

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实行以日美合作为基轴

的“自主多边外交”。1972 年 7 月 7 日田中表示，在

外交方面要加紧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18 日又表

示，日本政府充分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立场。
至此，周恩来认为，中日恢复邦交的时机已经成

熟，于是，在 7 月底，对来华访问的日本公明党委

员长竹入义胜介绍中方谈判方案时，正式表示: 为

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放

弃要求日本国战争赔偿的权利。8 月 12 日，授权姬

鹏飞外长宣布邀请田中首相访华，从而实现了中日

邦交正常化。

三、放弃战争赔偿的重大意义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

变化，中国的安全形势更为严峻，在原有美国威胁

的基础上，增加了苏联的威胁，而且后者的威胁更

大。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中国面

临进一步缓解安全压力、在台湾和外交工作方面有

所突破的机遇。因此，不失时机地宣布放弃战争赔

偿，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

义。
第一，它成为遏制苏联对中国军事威胁和政治

包围的重要战略举措。
1960 年之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愈来愈大，两国

的冲突不断升级，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极

力推行霸权主义，在中苏、中蒙边界陈兵百万，并

部署针对中国的约占苏联总数三分之一的中程核导

弹。1969 年，苏军多次侵入乌苏里江靠近中国一侧

的珍宝岛地区，进行武装示威和挑衅。据苏联驻联

合国代表舍甫琴科回忆，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

科主张采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办法。苏

联的情报人员还向美国试探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反

应，只是美国表示不会袖手旁观，才使苏共中央

“政治局的激动情绪冷静了下来”。［9］933 － 934

苏联还试图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在地缘政

治上孤立中国。1971 年 8 月，苏联同印度签订了

《苏印和平友好条约》，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称:

“从当前的国际局势来看，尤其是从苏联边界以南

的局势看，这具有特殊的重要性。”［9］944这表明苏联

有使这个条约针对中国的意图。这一时期，苏联还

以苏日共同开发西伯利亚天然资源为诱饵，试图拉

拢日本帮助苏联包围中国。甚至长期受到中国无私

援助的越南，也在苏联的支持下，指责中国“联美

反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等。［9］277面对

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包围，推进中美、中日

关系的改善，建立遏制苏联军事冒险的国际战略体

制，是出于中国国家安全考虑的必然选择。
1972 年《中美联合公报》中有一项特别引人注目

的声明，即“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

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

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该项反霸内容写在双方确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段落之后，明显地勾勒出中美

在抑制苏联扩张方面的战略关系。同年 7 月 29 日，

周恩来向日方提供的《中日联合声明要点( 草案) 》
中，照搬了中美联合公报的反霸条款。但日方不愿接

受反霸条款，担心这样会过分刺激另一个足以与美

国对抗的邻国。［10］359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在中方同

意表明“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条件下，

日方同意增加反霸条款。［11］69对于《中日联合声明》
中增加反霸内容的现实意义，1972 年 9 月《外交部关

于接待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作了明确的诠

释: 时代变了，当前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美帝、苏

修，特别是苏修，田中主动要求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

常化问题，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当然，包含

有反霸内容，并不等于结成了军事同盟，但它毕竟在

一定程度上会起到抑制霸权主义的军事冒险的作用，

从而缓解中国的安全威胁。
第二，宣布放弃战争赔偿，推动恢复中日邦

交，有利于瓦解冷战格局，摆脱外交上的“孤立状

态”，使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
二战结束初期形成的世界冷战格局，到朝鲜战

争后，在亚太地区进一步外化为美日为一方，中苏

为另一方的冷战体系。虽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

中苏交恶，相互指责，直至盟友变成仇敌，但美日

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对中国的敌视，直到 70 年代

初中美关系改善之前都没有多大变化。同时，在苏

联的操纵下，东欧许多国家与中国反目，使得中国

腹背受敌，倍感孤独。截至 1970 年 9 月底，与中国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共有 50 个。这包括政治上追

随苏联、积极参与敌视中国的一些东欧和亚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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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影响的资本主义国家只有英国( 代办级) 、法

国、荷兰( 代办级) 等。从 1965 年 1 月 1 日到 1970
年 9 月底，五年多的时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只

有毛里塔尼亚、民主也门两个国家，而这一时期与

中国断交的就有加纳、布隆迪、贝宁、印度尼西亚

四个国家。中国外交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
从 1970 年冬季中美双方相互传递改善两国关系的

信息开始，到尼克松访华，中国外交呈现出新的局

面。与此同时，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有利于恢复中日

邦交的大好形势，在这种情况下，能否抓住机遇，

同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迅速恢复邦交关系，是中国进

一步走向世界和促进亚太地区冷战结构解体的关

键，也是能否在最大程度上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关

键。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周恩来抓住了历史

机遇。
第三，台湾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

统一大业，而美日则是最有可能干涉台湾问题的国

家。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促使中日建交，则

具有在中国设定的条件下建立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

政治体制的意义。1969 年 11 月，美日首脑发表联合

声明，其中提到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和“维持台湾地

区的和平与安全”关乎日本安全的内容，受到中国政

府的强烈谴责。1972 年的《中美联合公报》没有触及

《日美安全条约》。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暧昧立

场，排除了在短期内实现中美建交的希望，因此，充

分利用中美首脑会谈所昭示于世界的象征意义，不

失时机地推动中日建交便显得尤为重要。周恩来认

为，日本在台湾有过 50 年的殖民史，而且在战后建

立了复杂的利益关系，所以在美国从台湾开始有步

骤地撤军，特别是坚持“一个中国”立场的蒋介石死

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有可能进入台湾，或“台独”
势力有倒向日本的可能，若如此，必将给祖国统一大

业增添新的障碍。相反，如果中国能及时地消除日本

政府在赔偿问题上的顾虑，促使日本政府在断绝同

台湾的“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必将使台湾当局失去日本这一重要支撑，使日本染

指台湾和支持“台独”的野心受到法律性和体制性的

抑制。尽管在谈判过程中日本方面对“复交三原则”
特别是对其中的“日台条约非法无效应予以废除”有

不同看法，以致双方妥协作出“废除日台条约”不写

入联合声明中，而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在《中日联合

声明》发表后以谈话的形式宣布它已失去意义的技术

性处理，但达成的联合声明毕竟写明了日本政府充

分理解“复交三原则”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从而曲折地实现了中国在台

湾问题上的目标。这正如周恩来向国内有关方面解

释的那样: 问题不在名而在实。只要中日建交了，

《日美安全条约》对付中国的那一部分自然就不起作

用了，尼克松—佐藤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

分也会动摇。
总之，中共中央关于放弃日本国战争赔偿的决

定，出于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应对国际社会对

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峻挑战的初衷，也是中国共

产党革命的价值观和正义的道德理念的必然产物。
这一决策公之于世之时，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重大

变化，中国面临的威胁较过去更为严重，外交形势更

为复杂。但放弃战争赔偿，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仍

是缓解中国国家安全压力的必要一环，亦是中国进

一步走向世界和构建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政治体制

的重要举措。从这一角度看，中共中央放弃战争赔偿

的决定，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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